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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激变与重构，高强度的社会流动性与住房商品化趋势冲淡了

社区共同体色彩，造成“陌生人社区”和“消失的邻里”等困境。 “有邻居无邻里”逐渐成为现代城市面临的一个突

出社会问题，社区逐渐成为人们吃饭、睡觉的地方而距离人们生活“栖居地”的空间角色越来越远。 重建城市社区

邻里关系是学界永恒的话题。 互惠理论强调一种创造性社会交换关系，为解决社区邻里建构困境提供新的分析视

角。 通过邻里互惠主体与特定互惠环境的相互作用，基于“给予—接受—回馈”的互惠机制得以构建，并形成“价
值—制度—角色”三维一体的解释逻辑：以“互惠共生”为价值引领，通过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传统和情绪中介凝聚

邻里共识；以耦合系统为基础，通过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互补式嵌入型构邻里互动规则；以互动链条为抓手，通
过给予型互惠、接受型互惠和平衡型互惠三类行动生产邻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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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作为

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是居民建立和谐关系、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场域。 重建社区邻里

关系是学界永恒的话题。 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市社

区逐步探索出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合作式治理

与契约式治理［１］等有效治理模式，但仍面临各种挑

战与问题。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传统的毗

邻为亲、守望相助式邻里关系逐渐衰落。 自上而下

的行政化治理机制侵蚀居民自治空间；社会流动性

增大加剧居民异质性程度，催生陌生人社区，邻里情

怀与公共意识渐趋隐没；社区公共空间的封闭性安

排挤压居民社会交往机会［２］ ，使居民缺乏归属感与

安全感，影响社区邻里关系。 “有邻居无邻里”逐渐

成为现代城市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社区只是

人们吃饭、睡觉的地方而距离人们生活“栖居地”的
空间角色越来越远。

一、关于社区邻里关系问题的既有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社区邻里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

有四种观点：其一，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对社区邻里内

涵的探源。 该视角认为邻里既是聚居的物理空间，
也是互动的社会空间，内含家园感、凝聚力、行动力

三大主要因子［３］ 。 一方面，地缘单元是培育社区邻

里的基础；另一方面，邻里关系不仅具有私人社交属

性，更是一种由赋权与参与、合作、支持与互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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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共同型构的组织化社会交往网络［４］ 。 其二，基
于社会资本视角对社区邻里价值的识别。 该视角将

邻里关系视作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５］ ，认为“邻里

社会资本”有利于培育社区公共性。 有学者指出，
邻里关系的唤醒与重构是营造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逻

辑起点与最终归宿［６］ 。 邻里互助是支撑社区居民

自治的公共精神和价值资源，通过对邻里正效应的

因势利导，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性”。 其三，基于

生态系统视角对社区邻里生成掣肘因素的辨别。 该

视角主要考察社区环境与邻里关系的交互影响。 邻

里空间的分割使得邻里生态交往网络逐渐萎缩［７］ 、
人际互动契机的减少致使邻里交往逐渐衰落、社区

自组织发育不足挤压邻里信任的生产空间、社会化

的自媒体“群” “圈”等冲淡邻里间的淳朴情感［８］ 、
共同的历史经历与共同记忆的缺失加剧邻里冷

漠［９］ ，这些问题逐渐演变为社区邻里关系建构的制

约因素。 其四，基于集体行动视角对社区邻里建构

路径的探析。 相关研究分别从强化制度供给［１０］ 、
加强基层党建引领［１１］ 、数字技术驱动［１２］ 、扩大公

众参与等维度探讨唤醒居民公共意识、扩增居民交

往动机、推动居民社区参与的行动路线，进而以集体

行动的开展为着力点助推社区邻里圈层与邻里文化

的建构。
概言之，现有研究着重探讨了城市社区邻里的

内涵界定、价值阐释、制约因素以及建构方案等问

题，为新时代重构城市社区邻里的必要性、重要性与

可行性提供理论启示。 然而，现有研究在逻辑上尚

未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鉴于城市社区邻里不

是既成的社会体，而是一种可以不断建构的情感实

体［１３］ ，如何识别邻里关系要素之间的作用关联并

持续维护其互动和支持，成为化解城市社区治理中

潜在的共同体消亡倾向的关键所在。 二是建构社区

邻里对于增强社区治理效能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般而言，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建构既要解决持续性问

题，避免项目驱动、活动招募等任务导向型事务对社

区人力资本进行临时配置，致使社区居民交往被动

化、消极化，进而造成社区邻里关系虚化［１４］ ；还要

解决邻里效应发挥问题，避免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居

民与社区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弱化，特别是基于理

性选择而形成的政治冷漠、道德冷漠和参与冷漠问

题，进而导致社区公共性萎靡。 而互惠理论强调一

种创造性社会交换关系，为解决城市社区邻里建构

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二、互惠关系：社区邻里建构的新视角

１．“互惠的邻里”之理论源流

互惠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其理论源头可追溯

到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于 １９２３ 年对原始社会“收
礼必还”现象的解读。 莫斯认为互惠的交换是一种

集体的社会现象［１５］６２。 同期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

斯基以澳洲的“库拉圈”交换仪式透视互惠逻辑，指
出所有权利与义务都可纳入互惠之中，社会结构的

对称性是互惠义务必不可少的基础［１６］ 。 后来，德
国学者图恩瓦正式提出互惠概念，将其界定为建立

在给予、接受、回报三重义务基础上的两集团之间、
两个人或个人与集团之间的相互扶助关系［１５］６２。
１９４９ 年，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提出交换中的互惠

观点，认为整个社会都可看作基于互惠沟通的体

系［１７］ ，甚至婚姻的缔结都是围绕女性的一种交换。
１９５７ 年，卡尔·波兰尼将互惠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模

式进行研究，并将其列为与再分配、交换同等重要的

社会经济类型［１５］６２，强调互惠对交换行为的前置意

义及其对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建构功用。 １９６５ 年，马
歇尔·萨林斯将互惠行为划分为普遍的互惠、平衡

的互惠和消极的互惠［１８］ 三种类型，强化了互惠原

则的可计算性。 １９８３ 年，马文·哈里斯主张，再分

配的交换体系最好理解为扩大的互惠形式［１９］ 。 循

此路径可知，互惠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

组织相互对称点之间的利益移动，互惠行为只在以

社会义务为基础的对等的两个单位之间进行。
随着互惠内涵的不断深化，互惠理论被广泛应

用于社会科学的各项研究之中。 我国学者綦晓光将

互惠理论嵌入经济学制度分析框架中，认为不同文

化背景会产生实在互惠行为，互惠行为的持续演化

互动又会形成契合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制度［２０］ 。
张兆林在进行民间艺术生产分析时将互惠理论引入

民俗学领域，提出互惠存在于若干独立个体或群体

之间，发挥协调与合作功能，并将分工与互惠的弱化

归结为聊城木版年画萎靡的根源［２１］ 。 鉴于互惠理

论对各类主体互动与资源交换的客观解释力，内含

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基层治理课题也

开始以该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针对我国城市传统邻

里关系式微困境，学者们以互惠为视角进行了诸多

研究。 李欣怡认为，邻里的友好互动是一种互惠互

利行为［２２］ ，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与互利互惠，能促

进多元、异质主体的共在与统一。 方亚琴指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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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密切的互惠交往能培育社区信任［２３］ ，而个体

对邻里信任或互惠关系的感知能决定其进行邻里交

往的倾向性［２４］ 。 张维维强调，社会企业通过以互

惠为基础的资源调配与互助行动，能够促进邻里交

往、融洽邻里关系［４］ 。 何晓斌也在对进城农民与本

地市民两类群体的邻里信任差异格局分析中发现，
相较于日常性的邻里互动，互惠型交往更能激励邻

里信任的产生［２５］ 。 以上研究从不同领域证实了互

惠理论的意义与价值，特别是为研究邻里关系提供

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总体上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

逻辑架构，也存在对互惠与交换概念的模糊使用。
毋庸置疑，互惠的本质就是交换关系，二者都是

生产性的转让，都增加社会福利［２６］１１０，但互惠在某

种程度上是对交换的深化（见表 １）。 不同于市场交

换，互惠具有不同特征，构成邻里关系的新视角。 首

先，就逻辑起点而言，互惠不是完全视对方行动而定

的行为，不以直接的利益回报为出发点，而是主动为

他人福利做贡献并期望他人如此，但并不要求有指

定条件的或完全对等的补偿，他人可以退出未来的

参与。 其次，就行动媒介而言，互惠不以货币作为价

值尺度与交换媒介，资源才是必要的流通手段，包括

有形的资金、物品、场地、设施与无形的荣誉、声望和

面子等资源。 再次，就群际规范而言，互惠的规则不

是基于理性选择驱动，不以等价收益为行动目标，而
是基于道德与传统来调节社会互动以及促使社会关

系网和初级群体结构的形成。 最后，就关系维护而

言，互惠带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 ［２７］１０９，即未

使用正式合同对有待交换的物品与数量作出具体的

规定。 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主要取决于信任与尊

重［２６］１１４－１１５，即基于信任而产生对彼此行为的预

期，基于尊重而赋予主体自主选择的权利，进而形成

一段时间内的连续交换。
表 １　 互惠与交换①的辨析

逻辑起点 行动媒介 群际规范 关系维护

交换 直接收益 货币 理性选择 契约与任务

互惠 非对称回报 资源 道德与传统 义务与信任

　 　 通过对互惠的理论溯源与概念辨析，本文将互

惠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以增加社

会福利为出发点，以资源流通为手段，基于义务与信

任、道德与传统的连续互助过程，其特征是不要求完

全对等的回馈。 结合上述研究也可知，互惠贯穿于

人类社会始终，在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建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将互惠理论嵌入基

层治理，研究邻里关系，可以具体化为主体、环境与

机制三个维度。 其一，互惠主体的交互是邻里关系

生成的动力源泉；其二，互惠环境是邻里关系生成的

情境载体；其三，互惠机制是邻里关系生成的技术工

具。 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型构了社区邻里生成的静态

框架。
２．“互惠的邻里”之分析框架

基于互惠理论的理论源流，互惠主体、互惠环境

和互惠机制要素共同构成了邻里互惠的静态框架。
但是，关于三者是如何互动及其如何推动社区邻里

生成的问题，还需要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进行解读。
对此，有学者指出，在研究邻里的过程中可以将邻里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来对待，邻里中拥有已经建立起

来的社会规范、角色和行为模式。 如果没有与邻里

相关的行为角色、行动或思想，居住邻近的邻里并不

能完全代表邻里的含义［２８］１０－１１。 结合帕森斯的结

构功能主义理论中的“价值—制度—角色”三维分

析框架，可以将邻里生成的动态逻辑提炼为“价值

引领—制度嵌入—角色调适”三步环节。 如此，静
态框架与动态过程的充分融合形成了社区邻里的理

论框架（见图 １）。

图 １　 邻里生成的理论框架

三、主体—环境—机制：
邻里生成的结构要素

　 　 邻里②是指居住邻近的人们所形成的社会组

织，它不仅包括组织内部成员的社会联系，也包括组

织外的社会联系。 一般而言，邻里关系的生成取决

于互惠组织、互惠环境和互惠机制三个核心要素，其
中，互惠主体是基础，互惠环境是外部条件，互惠机

制是关键，它们共同构成邻里关系建构的静态框架。
１．基础要素：协调互补的互惠主体

互惠主体是指邻里中的资源供给与交换单位。
在邻里关系中，多元互惠早已是一个基本共识。 居

民及邻里组织、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工机构、驻
区单位等不同行动主体在功能定位、资源禀赋、行动

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构成了多元主体团结协作、良
性互动的基础，由此衍生的功能依赖与资源互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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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的必要条件。 它映射了邻里主体之间的交互支

持与利益共享关系，及其相互汲取优势资源的内在

需要。 然而，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往往存在多重社会

关系，蕴含着逻辑迥异的身份、信息与规则。 在邻里

关系维度，社区生活场域是一切关系的出发点，居民

是邻里成员的共同身份认同，其工作身份、社会身

份、家庭身份、性别身份等多重身份属性皆被排除在

讨论范围之外。 邻里可看作由若干地位和权利平等

的居民自发成立的组织［２９］ ，即便某些高官显贵、名
流宿儒加入邻里组织，其扮演的仍旧是生活圈层意

义上的居民角色，与其他成员是平等互助的伙伴关

系（见图 ２）。

图 ２　 协调互补的互惠主体

自组织系统若要维持平衡有序的状态，须保持

开放性，与外界持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

换［３０］ 。 邻里组织的维系也不例外。 在邻里关系

中，居民是核心建构者与直接受益者，政府、社区居

民委员会、社工机构、驻区单位等作为资源补充者、
功能补缺者为居民互惠提供鼎力支持。 居民在参与

资源交换与互惠过程中，间接促进外源主体治理公

共事务的效率与效能。 具体而言，政府在基层治理

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以政策制定、项目支持、资
金注入等行政动员手段驱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引
导邻里组织有序开展自治活动，夯实社区邻里情谊。
社区居民委员会所拥有的“行政末梢”与群众性自

治组织的双重属性使其在资源共享中天然地具有承

上启下、聚合协调的职能与作用，在培育邻里文化、
发展邻里组织、开展邻里活动、拓宽邻里互动渠道、
健全邻里参与通道、增强邻里互助互信等方面具有

组织优势。 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的延伸为居民输送

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它们承接政府公共服务，为公

共服务与自我服务的衔接落地提供技术支撑，为社

区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发展普遍性互

惠。 驻区单位包括社区辖区范围内的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参与，有利于丰富社

区资源结构，促进社区资源配置方式更新。 例如，机
关单位免费向居民开放停车位、物业公司减免物业

费、爱心商家进行物品捐赠与免费供给服务等整合

在地资源网络的举措可以使邻里互惠“有米可炊”。
在开放性系统中，互惠主体的交互协作突破了单一

主体固有的资源约束困境，通过灵活的资源交换促

使邻里互惠日趋紧密。
２．条件要素：引导互惠的邻里环境

邻里环境是对个人行为产生持久影响的关系系

统，是影响邻里关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外部因素。
邻里中“多数人的价值观”会作用于个体行为与态

度，引导其寻找与之意见一致的人［２８］３５。 目前，学
术界对邻里环境的构成尚未达成一致。 康雷等选取

邻里之间的认知、交往、支持和社区参与四个维度作

为衡量邻里社会环境的指标［７］ 。 汪毅将暴力氛围、
物理特征与环境污染作为欧美国家环境机制作用于

邻里效应的三个要素［３１］ 。 刘义等认为邻里环境变

量可解析为社会环境与建成环境。 李欣等以物质环

境、设施环境、社会环境作为复合的邻里环境构成要

素。［３２］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邻里环境的构

成要素，探究物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效应，但大都未

对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进行分类分析。 影响邻里关

系建构的外部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
化环境、技术环境与空间环境，内部环境系统则是指

由组织架构、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组织成员构成的

邻里组织（见表 ２）。
表 ２　 邻里环境系统一览表

环境系统 环境子系统 环境子系统要素

外部环境

政治环境 法律法规、政策规章

经济环境 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潜力

文化环境
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规
范

技术环境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

空间环境
自然生态、景观建筑、功能布局、设施配
置

内部环境 邻里组织
组织架构、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组织成
员

　 　 就外部环境而言，政治环境是由对社区生活共

同体产生影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构成的，是群

体成员为解决问题而采用的共同框架、共同决定或

共同行动［３３］ ，具体表现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跨
界协作、公众参与”的社区治理体系，法治、自治、德
治兼具的社区治理制度以及社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等。 经济环境是指影响社区邻里效应发挥的经济基

础，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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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它不仅决定邻里互惠能力，还会造成邻里主观幸

福感的差异性。 高质量的社区经济环境有助于流动

人口的社会适应，助力居民之间从疏离冷漠转向理

性兼容。 文化环境是指社区内含的意识形态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规

范等，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能有效激发居民的内生

性交往合作，促进异质性主体的互惠往来。 技术环

境指代促成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支持系统，能够通

过较短的传播路径推动居民嵌入信任互惠的关系网

络，进而降低集体选择的协商成本，增强嵌套组织运

行能力。 空间环境多指代社区物理空间，是一定地

域范围内自然生态、景观建筑、功能布局、设施配置

的总和。 一般而言，社区景观阵地的友好开放、公共

空间的便利可及、场地设施的内容契合都是提升居

民交往频率与深度的物质前提，为居民之间持续稳

定的互惠行动奠定基础。 就内部环境而言，良性的

组织环境是邻里建构的内源性因素，组织架构、组织

文化、组织资源、组织成员要素的交互影响在潜移默

化中形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机。 当居民处于一

个相互关照、相互礼让的社会关系中，其行为会受之

影响，生产邻里共有的行为特征。 在邻里环境中，当
“有事好商量、大家的事大家办、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有时间出时间、有点子出点子”成为社区共同的

生活方式时，每个人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与他

人共有的行为特征，如与他人商量、捐赠闲置资源、
参与志愿服务。

３．关键要素：基于自愿的互惠机制

互惠机制是指互惠主体在相同或相异目标中的

资源共创共享合作，随着互惠主体与互惠环境的变

化而变化。 互惠理论基于交互对象的特点，即互动

行为中是否存在第三方接受者，将互惠机制划分为

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随着凝

结于直接或间接互惠机制中的信任关系不断增强，
邻里关系也将随之生成。 就直接互惠机制而言，它
是施惠者与受惠者双方的赠予、接受和回报行为，施
惠者作为善意行为的发起者能得到直接收益，受惠

者作为善意的接受者能直接回馈施惠者。 相较于

此，间接互惠机制则打破了直接互惠机制中行动主

体的双重重合，在原有双方交互基础上增加了与第

三方的互动合作，这有益于邻里互惠的进一步壮大

发展。 根据善意行为的发起或接受方式差异，间接

互惠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上游间接互惠与下游间接互

惠［３４］ 。 上游间接互惠中的第三方是受惠者角色，

即 Ａ 施惠于 Ｂ 之后，Ｂ 并未回馈于 Ａ 而是进一步施

惠于 Ｃ。 下游间接互惠是指施惠和受惠行为发生

后，互惠中的回报者由另外的第三方担任，即 Ａ 施

惠于 Ｂ 之后，Ｃ 向 Ａ 施惠，这是一种基于声誉与形

象动机的间接互动方式。 在邻里互惠中，多以直接

互惠和上游间接互惠机制为主。
作为一种调节人类关系、促进人类合作的机制，

互惠机制在邻里关系中可理解为邻里组织通过资源

与服务共享行动，盘活邻里资源，传承“给予—接

受—回馈”的社会关系。 事实上，科层机制与市场

机制同样有着促进合作与居民参与的功能，之所以

提出互惠的邻里建构机制论题，主要是针对当前不

少社区治理实践中科层机制存在高度行政化、标准

化弊端与市场机制引入的利益至上、优胜劣汰导向

而言的。 相较于科层机制和市场机制，互惠机制在

巩固运作基础、促进资源交换与维系成员关系等方

面具有显著的特征。 从运作基础来看，邻里互惠机

制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和信任为基本认同，要求

施惠者相信受惠者会履行回报的义务，而不以强制

性权力或诱惑性市场资本作为互惠双方的互动基

础。 从交换的资源和产品类型来看，邻里互惠机制

是以居民自身拥有或链接的邻里资源与邻里产品为

“礼物”进行交换，而非公共资源与公共产品或市场

资源与市场产品。 从关系类型来看，邻里互惠机制

强调双方或多方之间始终保持自愿和尊重的“给
予—接受—回馈”关系，而非命令与服从或等价交

换关系（见表 ３）。
表 ３　 互惠机制辨析

运作基础 资源和产品类型 关系类型

科层机制 权力 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 命令与服从

市场机制 资本 市场资源与市场产品 等价交换

互惠机制 信任与义务 邻里资源与邻里产品 给予—接受—回馈

　 　 由此，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背景下，居
民、邻里组织、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专业机构、驻
区单位等邻里互惠主体基于特定的邻里互惠环境相

互叠加、组合、拓展，构建出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相

结合的邻里生成静态框架。

四、价值—制度—角色：
邻里生成的动态逻辑

　 　 互惠对于参加者总是带有内在意义成分，这些

内在意义成分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交往，发展社会公

共性［２６］１２１。 公共性是对私人利益的超越，以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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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整个社会共同体共同利益的包容和敞开，其创造

的主要载体就是社会交往。 互惠框架在静态上解答

了邻里的互惠关系建构问题，仍需在动态视角上进

一步关注邻里从“价值引领—制度嵌入—角色调

适”所形成的公共性创造逻辑。
１．价值引领：基于互惠共生的邻里共识凝聚

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有着共同价值和紧密

社会交往的邻里［３５］ ，互惠的邻里关系能解决单一

个体无法克服的社会问题，在尊重社会自主性与居

民利益基础上激励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区自治，形
成统一的社区认同与价值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秉
持“建设社区邻里共同体”共识而开展互惠共享行

动始终是生产社区公共性的目标，也是形成邻里关

系的基础。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观念创造的

世界图景，往往如同扳道工似的决定着行为的利益

驱动轨道。” ［３６］１１４观念价值指引着人的行动方向，
主体的行动实践是由价值决定的“被动”行动。 作

为核心互惠主体的邻里组织应当将自身置于互惠共

生的价值追求下，为建立关系纽带、谋取公共福利而

承担责任。 根据马克斯·韦伯对社会行动取向的四

种分类，邻里价值共识的引导逻辑可以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传统和情绪四个方面展开。

工具理性强调目的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它取决

于环境和他人行动的期望，这些期望被当作实现自

身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的“条件”或“手段” ［３６］２８０。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高频流动的社会群

体与“个体化”的崛起致使传统邻里走向衰落，“邻
里复兴”“社区共同体营造”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目

的性行为，“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价值引导成为

基层治理实践的共识性工具。 “互惠共生”正是上

述价值在邻里关系建构中的进一步体现，并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有决策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异质主体相互

协作，采取共同认可的规则，达成工具理性式的互惠

共识，进而超越个体化旋涡而建构邻里共同体。 但

是，受工具理性思维主导的行动者容易将价值理念

完全视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而缺乏对价值内涵

的理解，因此需要辅以有意识的、以价值为取向的价

值理性进行配合。 事实上，工具理性是解决“怎么

办”的问题，价值理性是解决“做什么、为何做”的问

题［３７］ 。 价值理性决定于包含在某种特定行为中的

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３６］２８０，承载着个体的价值立

场与评判标准。 回到社区邻里建设场景之中，价值

理性的作用逻辑是将“互惠共生”作为居民自觉选

择的对象而非工具，并将其作为居民始终奉行的价

值取向，用以推动实现邻里整合与协作发展。 近年

来，基层社区聚焦居民的揪心事、烦心事与操心事，
引导居民通过协商议事摸清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
合成供需匹配的互惠服务清单，不断推进邻里熟悉

度与信任度，促使互惠理念内化于居民心中。
相较于主流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取向，传统

与情绪两类取向在人类行动中处于边缘位置［３８］ 。
一方面，传统往往决定于根深蒂固的习惯［３６］２８０，能
为构建邻里关系提供充足的文化养分。 我国古语有

云“远亲不如近邻” “千金买户，八百买邻” “行要好

伴，住要好邻”，道出了邻里在社会关系中的突出地

位，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善邻、亲邻、睦邻观念。 随着

时代发展，传统的“守望相助” “亲邻互助，山成玉”
等思想逐渐与现代基层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
“多元协作”等理念相结合，凝聚为“互惠共生”的重

叠共识，为助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和谐邻里提供

价值指引。 另一方面，情绪源于行动者的具体情感

和情绪状态［３６］２８０，在邻里生活中体现为互惠主体

之间的同理共情。 对于邻里而言，情感认同能够凝

聚人心、重塑民众公共精神，推动其在互惠交往中相

知、相信、相助，为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奠定基础。
２．制度嵌入：基于耦合系统的邻里规则共建

体现在主体行动上的许多终极目标或价值观，
往往需要制度载体的承接与传导。 维持稳定的交换

关系，需要将交换过程进行制度化规范。 制度可以

界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所有规则都包含着禁止、允
许或要求某些行动或结果的规定［３９］ 。 邻里制度的

建立也是一个多层规则共嵌的过程，即在价值共识

与目标共识基础上，依托内外兼容的制度耦合系统

寻求集体理性。 正如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确立

的“社会规则秩序二元观”一般，“社会秩序的型构

并不能仅通过社会秩序规则或仅通过行动者个人的

目的而实现” ［４０］ ，而是需要建立外部规则和内部规

则来应对不同的环境，弥补单一治理规则的固有缺

陷。 进一步讲，充分耦合的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能

够更好地契合政府、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制度偏

好与制度选择，衔接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策略要

求，激发居民制度执行动能。 结合基层治理的具体

实践可知，有关邻里关系建构的制度系统由形成鲜

明对比的外部法规规则和内部操作规则构成。
法规规则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

治理意志制定的外部规则，包括为调解邻里纠纷、促
进各种互惠行为而制定的系列法律条文、评估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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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和政府购买与招投标规定，其作用是使外部的

政府或权威能够认可关于居民自主治理的基本规

则。 具体而言，法规规则明确了居民在社区参与中

必须遵守的规范以及对越界行为的惩处措施。 在宏

观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住房

城乡建设部制定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

则》等一系列社区外部规则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依

法有序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主旨，为居民

参与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具有引领性、决定性、规划

性等特征。 在中观层面，由地方政府部门颁布的各

项制度着重关注社区服务供给与社区行动主体之间

的互动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居民参与的权利、机会与

资源投放标准。 然而，源自政府的外部规则并不能

完全契合居民的现实需求，需要适时退出微观层面

的制度创新活动，引导居民建立内部操作规则，以便

更好地激发居民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在基层治理

中，操作规则是指邻里组织针对社区公共事务，结合

自身利益，运用民主协商手段制定的内生性互惠规

则，具有自我赋权、自我决策、自我执行和自我监督

等特征。 在操作规则的制定与应用过程中，邻里组

织往往自我排查需求、自行设计治理方案、自行协定

团队自管公约与监督规则等操作办法。
３．角色调适：基于互动链条的邻里价值共创

邻里之间的互惠行动，既是在“互惠共享”价值

取向下的特定行动模式，也是个体或组织在内化制

度规范后的具体行为。 所有行动者都遵循基于资源

的“给予—接受—回馈”式互惠机制，形成给予者、
接受者、回馈者三重行动者角色。 而角色总是与责

任相辅相成，即每种角色在社会关系中都有着既定

的责任与行为期待［４１］ ，个体在扮演某种角色时应

当履行与该角色相对应的责任与义务。 就互惠行为

而言，给予者是指自愿为他人提供时间、精力及物

质，乐于满足他人需要的群体；接受者则与给予者构

成一体两面的关系，一般认同、接纳给予者所提供的

服务或资源；回馈者通常也是接受者，他们针对个人

所得而向给予者表达感谢、回赠资源或服务。 随着

邻里互动的逐渐深入，行动者应进行相应的角色调

适，以便实现邻里资源的高效交互，构建复合性、动
态化的互惠模式来适应社区的公共性生产诉求。 通

过给予者与接受者（回馈者）之间的角色调适，互惠

模式可划分为给予型互惠、接受型互惠和平衡型互

惠三种类型（见图 ３）。

图 ３　 邻里互惠类型

其一，给予型互惠。 根据萨林斯的观点，互惠具

有普遍性［１５］７０，居民在普遍的互惠中仅仅扮演给予

者角色，并不期望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得到回报，只是

实施单纯的利他交换。 在给予型互惠模式中，居民

承担的主要角色是资源或服务的给予者，也即居民

的付出总是大于收益，而物品永远只朝着一个方向

流动，形成一种普遍给予型互惠。
其二，接受型互惠。 在接受型互惠模式中，居民

承担的主要角色是资源或服务的接受者，他们所获

得的大于所给出的，是一种以获得利益为目的的利

己行为。 与普遍给予型互惠相对应，若是居民仅仅

扮演接受者角色而完全不做出任何回馈，就形成一

种普遍接受型互惠。 由此可见，在给予型互惠与接

受型互惠之中，一方的行动不是完全视他方行动而

定的，可能存在不付出成本而坐享其成的 “搭便

车” ［２６］１２１行为。 这种“搭便车”行为是促进弱势群

体享受社会福利、推动社区获得更多集体利益的一

种途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但是，这种单

向的互惠始终应限制在小范围内的弱势群体之中，
若是一个普通居民也冠以“弱者”之名，其应尽的义

务少于互惠关系所期望的，那么给予方会承担更多

的组织与行动成本，互惠关系势必不可持续。
其三，平衡型互惠。 在平衡型互惠中，居民既是

资源和服务的给予者，也是接受者。 在互惠过程中，
居民供给的资源或服务与之收到的是将近等值的物

品。 这是居民互惠的理想类型。 在近年来的基层治

理实践中，体现平衡互惠的邻里互惠典型案例当属

各地推行的社区公益积分兑换机制。 社区居民以其

供给的物品、资金、服务或场地设施来获取等额的相

应积分，再以积分来换取他人“明码标价”的各类资

源。 通过积分制的深化应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

正向回馈感知逐步增强，提高了其持续互惠的可能

性，也奠定了居民持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基础。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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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从古至今，邻里一直都是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

单元，也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场域。 随着城乡社区治

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优化，邻里的内涵随之不断扩

充，其对培育公共性的助推力也日益彰显。 邻里既

作为生活实践形式，承担着促进社区居民信息流动、
经验传播、社会联结以及强化地缘性利益共同体的

功能，也作为新型治理单元，具有推进居民自治参

与、培育邻里社会空间以及促进正式制度在基层落

地落实的治理职责［４２］ 。 可以说，邻里的实际使命

是如何使生活变得更有价值，以便尽可能地解决其

他社会组织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２７］１０９。 然而，城
市化的快速推进引发基层治理中居民原子化、邻里

矛盾频发、邻里冷漠等问题，更暗藏邻里消失与公共

性萎缩的风险。 如何在基层常规治理中唤醒邻里关

系、生产公共性成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命

题。 互惠理论认为，行动者或组织之间是否进行互

惠，决定着“互惠型共同体”和公共性生产的建构，
这为破解社区邻里关系建构中的困境提供了新的理

论视角。
搭建一个简洁有效的共识性工具框架是建构邻

里关系的理论前提，需要一个多维要素互构的过程。
就邻里关系的建构而言，互惠主体、互惠环境和互惠

机制的相互作用将主体、资源、环境、行动等要素纳

入一个相互影响、共同互动的关系网络，促进多主体

通力合作以及合作互惠的治理策略与治理框架的形

成。 在此框架中，通过价值引领、制度嵌入和角色调

适三维一体的逻辑理路，展开共识凝聚、规则建立和

价值生产三步动态过程，实现建构邻里关系的目标。
当然，邻里生成的理论逻辑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在前文研究中，互惠的邻里组织在资源开发、邻里环

境改善、和谐邻里关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初现端

倪，其作为互惠的初级单元，通过不断的增值能够推

动邻里的发展进程，以实现更广泛区域的互惠，解决

更大范围内的问题。 正如罗纳德·Ｊ．奥克森所言：
“依赖初级单位所产生的长期利益具有更大的意义

是，互惠扩大到涉及更大的重要共同体的更特殊的

关系。 地方居民学会的互惠可能转变为地方社团间

的关系，并通过各种主要代理人的关系，转变为包括

‘国家 ’ 在 内 的 更 大 的 重 要 共 同 体 的 管 理 方

式。” ［２６］１２１根据互惠关系的辐射范围，可将邻里组

织分为在社群内部同源互惠的封闭性组织、在社群

内部与社群间进行互惠的开放性组织以及在社群内

部、社群间与跨社区进行互惠的跨区域组织，与之相

对应的邻里类型则是社群邻里、社区间邻里和区域

邻里。 由此可见，互惠的邻里并不局限于社区内部，
甚至可以成为区域共享乃至国家共享的一种发展

观。 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有必要对这一发现进行

进一步的探索与挖掘。

注释

①交换包括市场交换与社会交换两种机制，在社会学界，双方互惠往

往被视为一种社会交换，而此处的交换概念主要指代市场交换。 ②
此处对邻里的概念界定主要参考《社区组织者手册》中的定义，即邻

里是指在空间上居住邻近的人们的社会组织，它不仅包括指定的成

员之间的社会联系，而且包括所有不一定要与邻里邻近的团体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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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ａ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ａｎ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ａ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ｇｉｖｉｎｇ－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ｏ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 ｒｅ⁃
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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